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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浙江省富陽縣個案研究

⊙ 方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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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是1960和70年代中國農村實行的醫療衛生制度，一直備受廣泛讚

譽。它被認為是「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解決八億農民看病吃藥問題的成功經驗」1；被譽為

「成功的衛生革命」2；也有學者認為「文革時也是衛生的最好時期之一」3。

在中國二元社會體制中，城鄉之間的醫療衛生資源相差巨大，因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

度也是中國農民依靠自身力量、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所享受到的微薄醫療服務。本文試從中國

二元社會體制的視角出發，以浙江省富陽縣為研究個案，運用地方檔案與文獻，梳理和分析

1949至83年中國農村醫療衛生體制的變遷，對比城鄉差距，評述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的

產生、推行、發展和瓦解的過程，分析該制度成功與失敗的因素，評價它的作用和意義4。

一

新中國成立之初，醫療衛生資源匱乏，而且城鄉之間差距懸殊，城市和農村平均每千名人口

中分別有0.63張及0.05張醫院牀位，分別有專業衛生技術人員1.87人及0.73人5。農村缺醫少

藥，寄生蟲病、傳染病和地方病流行。當時的聯合國救濟總署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最棘

手的公共衛生問題」6。新中國政府面臨著如何在衛生資源匱乏與經濟水平極低的情況下解決

龐大農村人口的醫療衛生問題。

鑒於醫療衛生資源有限，1952和53年，政務院相繼頒布實施《關於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

示》和《勞動保險條例》向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工青婦等團體、各種工作隊以及文

化、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和革命殘廢軍人提供公費醫療，向廠礦企業職工

提供勞保醫療7。對於在中國人口中佔絕大多數的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工作，根據第一、二次

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提出的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工作相結合

的衛生工作方針，除了為消滅天花、傷寒等急、烈性傳染病而實行全民性計劃免疫免費制度

之外，基本上採取依靠群眾路線，依靠群眾辦醫，實行農民自費看病的辦法8。從此城鎮居民

享有國家醫療保障、農民沒有國家醫療保障的現象，長期成為中國二元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

基本特點。



以浙江省富陽縣為例，1952年10月，富陽縣開始實施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服務對象為

富陽縣國家機關與全民所有制事業機構的工作人員、長期撫恤的二等以上殘廢軍人，以及糧

食局、縣政府招待所等單位員工共1,199人，佔全縣總人口的0.005%9。

對於農村的醫療衛生，建國初期，國家首先在縣一級投資建立衛生院，在縣以下農村，將原

先的個體中西醫組織成聯合診所，農民到聯合診所自費看病10。同時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大

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改善農村衛生環境；以低成本的勞動力，大規模投入地方病、流行病

和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興辦保健站，由經過十天

至半個月左右培訓的保健員宣傳衛生政策，協助衛生部門開展預防接種，為社員提供傷口包

紮和急救之類的簡單醫療服務11。聯合診所則仍然是農村的主要醫療機構。從1952年開始，

在浙江省富陽縣開業的個體中西醫陸續組成聯合診所。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富陽縣衛生院舉

辦保健員訓練班，教授外傷急救和宣傳衛生的知識，訓練班為期十五天，為國營農場、農業

生產合作社培訓保健員五十一名。到1956年，共有農業社保健員305名，聯合診所三十六

個12。

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以後，國家在縣設人民醫院；在公社將聯合診所、農業社保健站和

區衛生所合併成人民公社衛生院，由公社經營管理；在大隊設保健室，生產隊配保健員、接

生員和保育員，這樣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農村醫療衛生體系13。一些地方還借鑑根據地時

期的衛生保健合作社和農業合作化時期個別地方的經驗，開始實行人民公社社員集體合作醫

療制度：每年由社員交納一定的保健費，公社、生產隊的公益金補助一部分，社員看病只交

部分掛號費和藥費14。這種醫療制度是1968年以後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雛型。許多地方

在人民公社「看病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影響下，甚至開始實行免費醫療。富陽縣也不例

外，1958年，縣委發出了《關於鄉鄉辦醫院，社社辦保健站的指示》，全縣二十三個公社全

部實行了合作醫療制度，社員可以報銷五成的醫藥費15。

1959年11月，衛生部在山西省稷山縣召開全國農村衛生現場工作會議，認為這種新型的集體

保健醫療制度不僅是依靠群眾自己解決自己問題的好辦法，而且是將來逐步邁向全體社員免

費醫療的良好過渡形式，同時也指出「誰看病，誰出錢」是當前大部分地區採取的主要形

式16。次年，《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進一步指出：根據目前的情況，以實行人民

公社社員集體保健醫療制度為宜，並強調只有極少數經濟富裕的人民公社仍可繼續實行社辦

公費醫療的辦法，但不要忙於推廣17。然而在大躍進運動中，實行合作醫療或免費醫療更多

的是出於高漲的政治熱情，而沒有考慮到當時當地的經濟水平，加上沒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

度，因而很難有效地推行。

在隨後的經濟調整中，縣、區衛生院重新由國家投資；人民公社衛生院、生產大隊保健室，

由集體經濟負責；同時削減生產大隊保健室和生產隊衛生人員，從人民公社衛生院中重新分

出聯合診所，採取「看病收費、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民主管理」的原則，並以此作為農村

衛生組織的主要形式18。集體合作醫療制度也不再繼續推廣和實施。在富陽縣，聯合診所再

次成為農村主要醫療機構，直到1968年。

但是這次調整過多地削減了大隊保健室和生產隊「三員」，並且國家對縣以下醫療衛生單位

的投資幾近於無19。與此相比，從1960到63年，全國衛生事業經費支出總額為31.8億元，其

中公費醫療經費支出為十億元以上，佔總支出的31.4%20。1964年，在衛生技術人員分佈



上，69%的全國高級衛生技術人員在城市，31%在縣以及縣以下的農村，其中縣以下僅佔10%；

中級衛生技術人員中，城市佔57%，農村佔43%，其中縣以下農村僅佔27%21，而1964年的農村

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81.6%22。

1965年初，衛生部門為配合四清運動，組織城市巡迴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結合生產開展

群眾愛國衛生運動，進行計劃生育的宣傳指導，為生產大隊培訓不脫產衛生員和接生員，提

高農村基層衛生員的業務水平，每次一到三個月23。然而，這種短期的城市下鄉巡迴醫療隊

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缺醫少藥、城鄉之間醫療衛生資源差距懸殊的狀況：1965年，城市平

均每千人所得的醫院牀位以及專業衛生技術人員數目，分別是農村的7.4倍和3.7倍24。而農

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25。

同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話中措辭嚴厲地說26：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

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

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毛澤東的講話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地指出了城鄉間醫療衛生的巨大差距，對以後的醫療衛生工

作有重要影響，這是農村醫療衛生體制的轉折點27。此後，組織城市巡迴醫療隊下鄉和培訓

農村半農半醫衛生員成為農村衛生工作的中心任務28。這些農村半農半醫衛生員就是赤腳醫

生的前身。在富陽縣，從1965年12月至翌年，全縣共培訓生產隊衛生員743名29。

二

1968年夏天，《文匯報》記者到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採訪，並發表了《關於上海郊縣赤腳醫

生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稱江鎮公社的半農半醫衛生員「不拿工資，幫助種地，亦工亦

農，赤腳行醫」，並第一次提出了「赤腳醫生」這一名詞30。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了

《文匯報》的調查報告，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31。從此以

後，農村的半農半醫衛生員被稱為「赤腳醫生」。12月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深受貧下

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文章，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做

法32。此後，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被迅速推廣至

全國各地。

1968年9月，浙江省富陽縣三山公社三聯大隊在全縣率先實行合作醫療制度。次年10月，縣革

命委員會在三山公社三聯大隊召開富陽縣農村衛生革命現場會，到會二百餘人。會後，全縣

農村掀起了大辦合作醫療的熱潮33。

富陽縣農村實施合作醫療的具體辦法是：由生產大隊設合作醫療站，社員代表、大隊幹部和

赤腳醫生組成大隊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由赤腳醫生主持。合作醫療經費由大隊、生產隊、

社員個人三方面集資：各社員每年交五角至三元的保健費；生產隊和大隊每年按參加合作醫

療的人數，從社隊公益金中提取每人一元，每年籌集一次，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社員在合作

醫療站就診時，根據各隊經濟條件按一定比例減免醫藥費：一般為二至五成，富裕的大隊五

成以上，慢性病的醫藥費一般只報銷五成，因不正當行為（如打架）致病和擅自外出就醫所



花醫藥費不予報銷34。在生產大隊合作醫療站之上的公社衛生所和縣人民醫院負責培訓和指

導赤腳醫生，並開設門診接收生產隊合作醫療站轉來的病人。這樣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縣、公

社、大隊三級醫療衛生體系。

1969年，富陽縣各生產隊中原先的保健員、衛生員、接生員經培訓後成為赤腳醫生，以後從

貧下中農子女和下鄉知青中選拔政治思想好，熱愛衛生工作，有小學或中學文化程度的男女

青年當赤腳醫生，使一般生產大隊有三名以上赤腳醫生為社員服務。他們負責簡單治療、轉

診病人、預防接種、計劃生育、傳染病管理與血吸蟲病防治。各大隊均設一名女赤腳醫生負

責產婦產前護理和接生。赤腳醫生的勞動按工分算，以不低於同等勞力的大隊幹部為準。他

們每年接受初訓、複訓，培訓時間為一到三個月，以《赤腳醫生手冊》為教材35。這樣，三

級醫療衛生體系、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構成了當時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的三大支柱。

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在當時得以推行，最重要的是國家通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

人民公社制，建立縣、公社、大隊三級醫療衛生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認為「是

醫療衛生戰線上的一場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佔領農村醫療衛生陣地的偉大勝利」36。是否

實行農村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被看作是農村衛生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各

級政府從政治上對此高度重視。

其次，採用低成本的方法。一方面，提倡「以預防為主」的方針，由赤腳醫生向生產隊社員

宣傳各種衛生知識，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實行「兩管」、「五改」（管水、管糞；改良水

井、改良廁所、改良畜廐、改良爐灶、改良環境），通過低成本的預防來降低發病率；另一

方面，提倡「自力更生，勤儉辦醫」的原則，重視中醫和中草藥，提倡「一根針，一把草，

一雙手」（針灸、中草藥、推拿）。以漁山公社為例，該社組織赤腳醫生向老藥農學習草藥

治病的方法，社隊組織採藥隊上山採藥，並設立中草藥配方部，加工藥材，用中草藥可以醫

治五十七種常見病37。這些做法解決了藥品來源問題，符合當時的農村經濟條件，使赤腳醫

生和合作醫療制度能夠在低經濟水平下得以實施。

第三，國家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投資，確保面向農村的中西成藥和醫療器械的生產供應與質

量，並幾次降低供應農村的藥品價格，並派遣城市醫療隊下鄉培養赤腳醫生。1969年，富陽

縣革命委員會發出通知：凡經濟收入歸集體所有的大隊保健站（室）和生產大隊不脫產衛生

員（保健員）所需的藥品（含中成藥和西藥）一律按批發價供應38。1972年1月，杭州市衛生

局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市屬醫療衛生單位醫務人員下放農村的意見的通知》39。同年，杭

州市四所市屬醫院派出近百名醫務人員到富陽縣的縣、區兩級醫療單位工作，大大充實了全

縣醫療衛生隊伍40。城市醫務人員被下放到農村，他們自身的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然而從

客觀效果上來說，他們對於培養農村衛生人員、改善農村醫療衛生狀況起了重要作用。

這三個因素也是1968年以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大躍進時期社員集體合作醫療不同之

處41。然而，在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被當作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大張旗鼓地宣傳與推廣的

同時，它也暴露了各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

首先，從合作醫療基金方面來看，合作醫療基金來自社員交納的保健費和社隊公益金，它們

與各生產大隊的經濟條件密切相關，是該制度能否得以推行的關鍵。一般來說，經濟條件較

好的生產大隊實行的就會好些，反之則很難實施；同時，合作醫療基金的統籌面向生產大

隊，統籌面小，造成基金不足，但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一些地方不顧實際經濟條件和農



民是否自願，採取行政命令的辦法推行合作醫療制度，片面追求減免率和報銷比例一刀切，

使得原本有限的合作醫療基金很快被花光；再則，由於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合作醫療基金財

務管理制度，賬目混亂、挪用基金的現象時有發生，導致基金入不敷出，藥品買不進，社員

外出看病的醫藥費也付不出42。

其次，從赤腳醫生方面來看，他們從一開始就因為沒有受過嚴格的醫學訓練，導致醫療水平

普遍很低，再加上文革時期一再強調赤腳醫生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提倡「扛起鋤頭能種田，

背起藥箱能治病」43，使他們不能有效地提高業務水平。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生產隊中的

待遇優於一般社員，所以社隊幹部在挑選人員時任人唯親，頻繁撤換赤腳醫生，導致他們的

整體醫療水平很低44。

從社員方面來看，首先，社員能夠承受一般傷風感冒之類的小病的治療費用，不能承受的是

大病的治療費用，但是由於基金少，合作醫療一般只能減免社員治療小病的費用，支付大病

的費用則無能為力，故此，社員認為合作醫療的作用不大；其次，社員懷疑中草藥的藥效，

總感到土方、草藥難治病。勤功大隊合作醫療站在推廣使用中草藥時，有的社員說：「草藥

能夠治好病，天下沒有死的人。」有的說：「豬草怎麼能醫治人的病呢？」有的社員則乾脆

把從大隊合作醫療站配來的中草藥一包包地拋在路邊45，社員「不進醫院不安心，不打針不

放心，不吃西藥不放心」46，但生產大隊合作醫療站顯然不能滿足這些要求；同時，各生產

大隊還普遍發生幹部和社員同樣交費，但是幹部優先享受轉診和用西藥的現象，於是社員的

積極性被挫傷。因而在合作醫療推行一兩年以後，大隊就難以從社員那裏繼續籌集到合作醫

療基金，從而影響了合作醫療的發展47。

這些因素導致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在實行了兩三年之後陸續停辦。到1973年，富陽縣僅

有7.6%的大隊還繼續實行合作醫療。因而，儘管在文革時期，全國大張旗鼓地宣傳赤腳醫生

與合作醫療制度，但是富陽縣的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並未能有效推行，這種現象也同樣

存在於其他地方48。

三

浙江省富陽縣農村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在1973年跌入低谷後，從1976年開始逐漸恢復，

一直持續發展至1982年。儘管這一時期的農村社會政治經濟體制正處於大變革之際，但是各

級政府針對初期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很快垮台的現象作出了符合實際情況的調整和改

革，令該制度重新獲得較佳的成效。

1975年12月，富陽縣革命委員會在上官公社召開全縣衛生工作會議，重點討論農村合作醫療

和赤腳醫生隊伍的鞏固和發展問題，會議提出合作醫療應該群眾辦，群眾管，發動和依靠群

眾；堅持自力更生，勤儉辦醫的原則，大搞中草藥運動；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嚴格手續，

加強管理，杜絕貪污和浪費，提高赤腳醫生業務水平49。

表1 1970-90年浙江省富陽縣農村實行合作醫療的行政村佔行政村總數百分比



1976年，浙江省富陽縣實施合作醫療頗見成效。據統計，全縣共有590個生產大隊，其中451

個大隊實行合作醫療制，醫藥費全報的二十個，報銷一半的267個，報銷一半以上的154個，

中藥費全報而西藥費不報的十個。全縣合作醫療經費收支平衡以及收大於支的大隊合作醫療

站為總數的81.1%。

1977年在浙江省赤腳醫生、合作醫療代表大會召開以後，富陽縣召開合作醫療、赤腳醫生工

作座談會，重點討論了赤腳醫生的勞動報酬、中草藥使用、財務和藥品管理制度50。年底，

全縣有96.6%的行政村實施了合作醫療，是有最多行政村實行合作醫療的一年。

與此同時，富陽縣赤腳醫生隊伍沒有出現大起落，從1972年開始基本上呈持續增長態

勢，1977年人數達到高峰，以後基本保持在1,200名左右，其中會接生的女赤腳醫生人數持續

增長。

1978年底，農村經濟改革開始，國家對合作醫療與赤腳醫生制度進行相應的鞏固和改

革。1978年12月，衛生部頒布《農村人民公社衛生院暫行條例（草案）》以整頓和建設人民

公社衛生院，把鞏固和發展農村合作醫療、提高赤腳醫生的業務水平作為人民公社衛生院的

主要工作51。1979年，浙江省根據衛生部、農業部、財政部、國家醫藥管理總局、全國供銷

合作總社聯合頒布的《農村合作醫療管理章程（試行草案）》，制訂了《浙江省農村合作醫

療管理辦法（試行）》，對合作醫療的舉辦形式、任務、基金和財務管理制度、赤腳醫生的

培訓與業務要求、中草藥的種植訂出更符合實際情況的規定52。

為鞏固和改革合作醫療制度，國家著手提高赤腳醫生的業務水平。1979年富陽縣開始考核赤

腳醫生，考核內容包括赤腳醫生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如注射、人工呼吸、預防接種、消毒

隔離、飲水消毒、疫情報告等）和常見病、多發病的防治、急診處理的能力，向考核合格的

赤腳醫生頒發「赤腳醫生證」，同時清退考核不合格者53。1981年，在赤腳醫生考核發證的

基礎上，富陽縣開始鄉村醫生考核發證工作。同年，該縣赤腳醫生參加杭州市衛生局組織的

考核，有856人獲得鄉村醫生證書54。

儘管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仍有一些問題，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富陽縣赤腳醫生與合

作醫療制度是走在良性發展軌道之上。然而，1983年人民公社解體打斷了這一進程，使之既

失去了運行的行政組織依託，也失去集體經濟的支撐。如表1所示，1983年，浙江省富陽縣實

行合作醫療的生產大隊佔總數的比例從1982年的84%驟降到8.7%，以後逐年下降，到1990年，



僅有0.8%的生產大隊（行政村）實行合作醫療55。隨著合作醫療制度終止運作，赤腳醫生隊

伍也隨之瓦解。在富陽縣，一部分經過考核成為鄉村醫生的赤腳醫生承包經營原來的合作醫

療站或者自己集資籌建私人診所，有的則放棄行醫開始務農或經商56。

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的瓦解使農村基層醫療衛生組織陷入癱瘓，國家失去了基層的衛生

人員，農民失去了基本的醫療保障，醫藥費成為一項農民難以承受的開支，許多農民家庭因

而陷入貧困，許多農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農村醫療衛生狀況惡化57。

四

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是中國農民在衛生資源匱乏且分配嚴重

不公的情況下的一種創造。這種農民依靠自身力量所創造的互助合作性質的醫療保障制度，

改善了農村醫療衛生狀況，使農民享受到一些微薄的醫療服務。

然而，與同時期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廠礦企業職工所享受到的公費醫療與勞保

醫療相比，農民通過合作醫療所獲得的醫療服務是微不足道的。比較1968至83年富陽縣農村

合作醫療和公費醫療人均支出，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而且這種差距呈不斷擴大的

態勢。富陽縣人均公費醫療支出從1968年的三十二元增長到1983年的七十元。同期，富陽縣

農村合作醫療人均支出為四元，這人均四元的合作醫療基金包括社員個人每年所交的五角至

三元的保健費，剩下的一元是從社員集體勞動所創造出來的社隊公益金中提取的。因而農村

合作醫療完全是農民依靠自身力量，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所享受到的。公費醫療則是由國家

免費供給的。

而且公費醫療經費支出佔衛生事業經費的比例一直很高。1968至83年，富陽縣衛生事業經費

財政撥款包括縣區醫療機構、鄉鎮醫療機構、衛生防疫、婦幼保健、藥政、科研醫教、村級

衛生事業補助、貧病減免、公費醫療、計劃生育等十一個項目，但是僅公費醫療一項就佔衛

生事業經費的23.6%58。然而在這十四年中，全縣享受公費醫療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僅僅在

0.006%至0.01%之間59。

表2 1952-83年富陽縣公費醫療人均支出與1968-83年富陽縣農村合作醫療人均支出

富陽縣城鄉之間的醫療衛生差距只是全國的一個縮影。由於缺乏同期的全國公費醫療支出數



據，以最能說明醫療衛生資源狀況的平均每千人口醫院牀位數目與專業衛生技術人員數目為

例，從1965到83年，中國城鄉間醫療衛生資源差距懸殊，城市仍然集中了大部分的醫療衛生

資源。理論上，農民患病後可以到城市醫院就醫，從而享用城市醫療衛生資源；然而，受經

濟和交通條件的約束，當時的農民到城市醫院求醫是相當困難的。

表3 1949-83年全國城市與農村平均每千人口醫院牀位數目

表4 1949-83年全國城市與農村平均每千人口專業衛生技術人員數目

因而，從1949到83年，不同時期內中國農村醫療衛生體制的變遷是在二元社會體制中城鄉之

間醫療衛生資源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進行的。同時，農村醫療衛生政策的施行也依賴於國

家權力對農村基層社會實施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和有效控制。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使農民

在中國二元社會體制的大背景下，依賴於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完善的行政組織，依靠自

身力量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獲得了一些微薄的醫療服務。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農村經濟改

革和人民公社解體使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控制變得鬆動，農村從而獲得較多的發展空間，但是

國家沒有建立相應的、有效的農村基層組織負責原先由生產大隊承擔的公共事務，因而赤腳

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也隨之頃刻瓦解，農民失去了原先所享受到的微薄醫療服務，但是在二

元社會體制中的城鄉醫療衛生差距仍然長期存在，並且在市場經濟改革中不斷擴大，中國農

民的醫療衛生直到現在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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